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 联动的
动态绿色创新效应研究

韩先锋1， 宋文飞2， 李勃昕3,4

1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 650093
2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3  西安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061
4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摘要：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开展绿色创新有助于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绿色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驱动中国绿色创新至关重要。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的局部静态影响，却普遍忽视了双向直接投资可

能产生的动态联动绿色创新现象。

　　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纳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

分析框架，从单边− 联动的复合异质动态角度，系统阐释双向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内

在机制。基于 2004 年至 2017 年中国省际层面双向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

门槛回归等方法，实证考察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联动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绿色创新发展并未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双轮驱

动，而是陷入了对外直接投资“单脚跳”、外商直接投资拖累的窘境。双向直接投资之间存在

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并未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预期中的协同效应或互补效应，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现阶段国家应更注重双向直接投资的统筹管理。只有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过一定

限度时才能促进母国绿色创新效率，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持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对

东道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存

在动态拖累效应，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色创新效应具有动态纠偏效应。

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不同区域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的

单边− 联动异质特征。

　　研究结果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基于单边− 联动的新复合视角，重构双向直接

投资与中国绿色创新之间的动态研究逻辑，为深刻认识国际直接投资与母国绿色创新之间的

内在机制提供理论支撑。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特征、联动影响规

律，为新时代下国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对外开放与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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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新时代下，依托科技创新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已成

为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选择。绿色创新

作为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融合点，能够通过减少

环境污染、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推动清洁技术

进步等手段有效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正

因如此，绿色创新成为当前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

科技竞争的重要新兴领域和前沿阵地。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科技创新是破解绿色发展难题

的关键所在。这些都从国家层面为如何通过推动绿

色创新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提出了新的命题，而如

何有效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恰恰是中国实现环境− 资
源  − 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般来讲，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

一是本国自主创新，二是国际绿色技术溢出，而以外

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双边跨境投资

一直都是中国获取国际绿色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

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要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积极引进

国际先进绿色技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高校、

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走出去”，提升我国绿色技术

创新。然而，目前关于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创

新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研究大多将双向直接

投资割裂开来，静态分析单边资本流动的绿色创新

效应，尚未有研究对双向直接投资联动的动态绿色

创新问题给出正面回应。倘若割裂式研究双向直接

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的影响，或者不考虑二者联动

的绿色创新现象，一方面，容易低估或者高估双向直

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以及忽略双向直接投资联

动对中国绿色创新产生的叠加或抵消影响，导致研

究结果不可靠；另一方面，也容易忽视双向直接投资

如何动态影响绿色创新的问题，无法准确理解双向

直接投资联动调节的动态变化特征和内在规律，使

相应政策的实施可能陷入片面、单一和滞后等现实

窘境，进而导致中国绿色创新活动的红利损失。

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试图解析双向直接投资影

响中国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省际

面板数据和门槛计量技术，基于多层面、多方位挖掘

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对

国家有效实现双向开放与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绿色创新通常也被称为环境创新或生态创新，强

调应将环境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一般认为，

绿色创新是驱动经济和环境实现双赢的创造性活动，

其结果直接体现为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 [2]。目前，关

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话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①对绿

色创新效率或绩效水平的测量。多数研究倾向于采

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绿色创新水平，最常见的思路是

使用随机前沿方法、非径向 DEA 模型、投影寻踪评

价模型等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进行估算 [3−4]。对于绿

色创新投入指标的选取，由于目前的绿色创新体系

尚不完善，学界通常选取 R&D 人员和 R&D 经费两种

指标进行测量，这一点基本已成为共识。关于绿色

创新产出指标的选取，一种做法是将专利或新产品

视为绿色创新活动的期望产出，同时将整个经济活

动中的废水或废气等污染排放量指标笼统作为绿色

创新活动的非期望产出 [5]；另一种做法是采用绿色专

利直接反映绿色创新产出 [6−7]。②对影响绿色创新的

因素进行识别。国内外学者多从财政支持、环境规

制和产业结构等维度探究如何促进绿色创新的问题 [1]，

尽管对驱动绿色创新提供了较多宝贵意见，但对深

层次影响因素的探究及其内在机制分析还较为欠缺。

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和绿色发展双重战略的持续

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的

关联性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目前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存在明显争议，且研究视角

也较为单一。

事实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绿色创新

问题已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但学术界对外商直接

投资是否有利于绿色创新尚各执一词。第 1 种观点

支持促进论，认为外资流入对东道国绿色创新产生

积极影响。LETCHUMANAN et al.[8] 从新技术贸易角

度研究发现，外资流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东道国的

环境技术和福利；SONG et al.[9] 实证发现，外商直接

投资不仅改善了东道国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快速

增长，同时也明显提升了其绿色创新能力；毕克新等 [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外资流入对制造业绿

色创新系统绿色创新资源的各要素资源投入产生显

著促进作用。第 2 种观点支持抑制论，对外商直接投

资的绿色创新持否定态度。YOUNG[10] 和 AITKEN et
al.[11] 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挤占东道国企业市

场份额，还造成其内部绿色研发人员流失，从而不利

于绿色创新。第 3 种观点支持不确定性论，认为外商

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是否有影响尚不确定。 AN-
DONOVA[12] 基于欧洲中东部地区企业样本研究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与实现清洁生产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邝嫦娥等 [13] 认为，外商直接

投资对低规模和高规模影子经济下绿色创新效率的

影响均不显著。

目前，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逆向绿色创新影

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多数研

究肯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

响。LEMA et al. [14] 认为，跨国企业收购、跨国研发投

入等均是提升母国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渠道；龚新

蜀等 [15] 基于集聚经济效应视角检验发现，对外直接

投资能通过集聚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结构轻化效应

和集聚资源配置效应 3 种机制改善中国工业绿色创

新效率；贾军等 [16] 借助国际研发溢出模型分析表明，

投资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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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母国的绿色技术研发，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

以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绿色技术创新。然而，

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与上述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逆向抑制母国的绿色创新。罗

良文等 [17] 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表明，对外直

接投资研发资本对母国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阻

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宋维佳等 [18] 考察发

现，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

技术创新存在负向影响。

综上可知，目前理论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

国绿色创新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关于对外直接投

资与母国绿色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少见，且各自领域

的研究均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尚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究。特别是，已有研究虽为本研究深入探讨双

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但还

存在以下不足：①已有研究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与

对外直接投资割裂开来，仅从两个相互独立的视角

分析跨境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即仅局限于各自领

域“两张皮”式的局部分析，尚没有研究将外商直接

投资的绿色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统

一在一个系统框架内，以更为精确、全面和深入地分

析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特别是缺乏关于

对双向直接投资联动驱动绿色创新这一问题的探讨。

事实上，作为全球第二大双边投资国，中国的绿色创

新活动不仅与外商直接投资关联密切，也与对外直

接投资不可分割，双向直接投资之间是紧密相连、相

互影响的，实证过程中忽略任何一方的调节影响，都

会导致结果产生偏误。②绝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线

性视角考察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问题，较少关

注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

尤其是对于现阶段中国双向投资单边− 联动绿色创

新动态演变特征的研究尚属空白。鉴于此，本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揭示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
联动绿色创新效应问题，将双向直接投资作为一个

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纳入绿色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

从单边  − 联动的复合异质动态角度，为重新审视中

国双向投资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也为新时代下中国正确应对“走出去”和“引进来”

与绿色创新发展的动态关联提供一定参考。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研究逻辑重构

由于理论界对于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

产生的影响尚无定论，本研究将定量系统研究双向

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单边− 联动影响，并

且结合中国双向投资和绿色创新的现实，深入剖析

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动态影响和作用机

制。理论上讲，解析绿色创新过程中“走出去”和

“引进来”的溢出问题应搞清楚 3 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走出去”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逆向促进母

国的绿色创新发展，存在何种动态演变特征；二是

“引进来”过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在东道国产

生绿色创新，其作用特征和规律如何；三是如何实现“走

出去”与“引进来”过程中双向直接投资的良性联动，

在此基础上实现系统性的动态优化，通过“走出去”

和“引进来”国际化战略的协调互动，尽可能地释放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赋能绿色创新的协同

效应。通过分析已有研究发现，已有多数研究或是

单一的探讨“走出去”对绿色创新的静态影响，或是

局部分析“引进来”对绿色创新的静态影响，鲜有研

究将“走出去”与“引进来”联动的绿色创新问题纳

入一个整体框架进行系统探讨。绿色创新发展中的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

面，已有的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独立的、

割裂式的研究容易以偏概全，所得结论往往缺乏系

统性。鉴于此，本研究创新性地将绿色创新过程中

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溢出问题植入一个

整体内生性的分析框架中，以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

绿色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为主线，重构

“走出去”和“引进来”与绿色创新问题的研究逻辑，

从单边− 联动的复合视角系统阐释双向直接投资的

绿色创新问题。

 2.2  理论机制阐释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与国之间

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在一国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绿色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

子集或子系统，同样受到研发投入和国际直接投资

等因素的影响 [19]。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多数国

家的投资发展都要经历从国际资本净流入到净流出

的动态变化过程，并由内向直接投资引发外向直接

投资 [20]，中国的双边投资发展也不例外，事实是直到

2014 年中国才首次实现了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因此，

对于绿色创新过程中的双向直接投资溢出机理，这

里遵循外商直接投资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变的思路进

行推演。下面依次提出 5 个假设，H1 和 H2 旨在阐释

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机制，分别解析双向

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影响的静态和动态关联机制；

H3、H4 和 H5 主要剖析双向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

机制，分别论证双向直接投资交互影响绿色创新、外

商直接投资动态调节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调节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 3
种联动关联机制。

 2.2.1  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机制

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效应、竞

争效应、要素流动效应和关联效应对中国的绿色创

新产生影响。①示范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

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往往不惜降低环境标

准 [21]，致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绿色技

术研发转化以及使用新设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动

机不足，导致外资引致的绿色创新示范效应是微弱

的，甚至外资进入落后地区可能还会左右政府的环

境监管力度，迫使地方政府降低对相关产业的环保

标准 [22]，进而对当地的绿色创新产生不良影响。②竞

争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内资企业或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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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积极学习消化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先进技术

和经验，提升自身绿色创新能力，或是迫于竞争压力

不得不加强自主创新，但也可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

企业挤占市场，导致内资企业绿色研发人员流失和

收益下降，抑制了内资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对总体绿

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11]。③要素流动效应。外商直

接投资溢出过程中存在绿色技术和绿色研发人员的

流动，这给本土企业通过学习加快绿色创新带来机

会，但这种溢出效应也受到东道国吸收转化能力、扩

散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竞争压力的制约。④关

联效应。由于存在技术势差，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往

往对与其合作的本土上下游企业的产品生产有较高

的要求，促使内资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但无形中

也会加大内资企业的研发压力。

随着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不断提升，会诱发更多

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强度

的变化会逆向影响到母国的绿色创新效应，具体表

现如下：①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走出去”企业提高

自身绿色创新效率。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升了“走

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使“走出去”企

业更方便获取东道国的绿色生产技术和清洁生产经

验，通过学习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以及东道国市场

上获得的高额收益来加强自身绿色创新 [23]。②对外

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直接影响中国的绿色创新。对发

达国家的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为“走出去”企业通

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从东道国获取有效的逆向绿色

创新、联合绿色研发机会，以及在母国实施二次绿色

创新等提供了更多机遇 [24]，逆向绿色创新的技术扩

散效应、模仿效应和二次创新等都会带动母国关联

企业的绿色创新，从而使跨国企业实现了在东道国

和母国绿色创新活动的双赢 [25]，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中国的绿色创新效率。③对外直接投资会影响母国

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对

外直接投资，使“走出去”企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

移了母国的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通过对海外生产

工艺的低端锁定，能有效缩减母国高污染生产环节，

有利于母国新兴绿色产业的优化培育 [26]，从而也能

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改善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

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单边影

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

中国的绿色创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

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招商引资模式虽然在

总体上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较低的外资企业

进入门槛使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外资进入 [27]，对中

国的绿色创新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加之外资企

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挤占了内资企业的利润空间，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加强绿色创新的积极性 [11]，

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的绿色创新。值得

注意的是，一方面，中国在演变为世界第二大外商直

接投资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持续动态增长的变化，根据要素边际效率递减原则，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提升，其对中国绿色

创新的负面影响是持续减弱的。另一方面，随着近

年来环境管制的不断强化，政府更加注重外资的结

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

来生产性创新的同时，还会产生一定的生态性创新，

其带来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轻 [28]，从而也使这种负

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得到弱化或遏制，但总体

上仍未根治高速增长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带给中国绿

色创新发展的“后遗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有实力的

企业开始投资海外，其在与东道国企业和科研机构

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逆向创新。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管制压力和企业对新技术

的强烈需求，不断刺激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强化在东

道国投资的学习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 [23]，使其更加

注重所获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绿色化、清洁化，从而在

逆向溢出中显著推动了中国绿色创新的发展。具体

而言，在“走出去”初期，往往伴随着中国较低的环

境管制约束，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以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为主，导致跨国企业在

东道国的学习能力和自我选择能力较为低下 [29]，此

时逆向溢出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往往缺乏绿色含量。

这种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虽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

展，但也导致中国的污染性经济活动增多，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中国技术创新的环境代价 [30]，进而对母国

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

“走出去”，加之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规制要求，倒

逼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越来越注重逆向溢出的绿色化

和清洁化，从而对提升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

影响。同时，由于国内外存在绿色技术势差、国内绿

色技术吸收能力有限以及产业布局的约束，这种积

极影响在短期相当明显，但长期则出现了正向且边

际效率递减的溢出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

出假设。

H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负向

边际效应递减的动态特征，对外直接投资则对中国

绿色创新效率具有 U 形动态影响。

 2.2.2  双向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机制

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资本和技术流动，正成为发

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31]，其中外

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均出现较快的增

长，2018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

模均居世界第二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

处理双向直接投资联动上还缺乏实践经验。根据资

源基础理论，如果资源的协调管理能力跟不上，双向

直接投资规模越大，不同资源的协调难度越大，也越

难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很容易出现双向直

接投资绿色创新相互干扰的情况，并且因协调能力

不足，这种干扰效应会随着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增

加而增强。因此，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可能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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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直接投资统筹协调能力的约束。较强的协调能

力，能够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实现有效的协同互动，可

能会更大程度释放双向直接投资在绿色创新发展中

的联动溢出红利；如果协调能力不足或重视程度不

够，可能会弱化双向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效应，

甚至会产生互相干扰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因规模

快速增长和管理能力跟不上而导致的双向直接投资

相互干扰现象已在张林 [32] 和叶初升等 [33] 的研究中得

到印证。对此，张林 [32] 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在同时实

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过程中出现了不协调，

但现有的政策管理并未有效消除双向直接投资在地

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和不协调的困境，不仅难以促

使双向直接投资形成合力效应，反而出现了相互干

扰的情况。另外，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母国

绿色发展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政策抉择时，往往会降低通过提高外商直

接投资进入门槛来减轻环境污染的意愿，这并不利

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溢出 [34]。

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在

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结合上文不难推演出，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负面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积极溢

出，导致净效应可能为负，即双向直接投资呈负向交

互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双向直接投资交互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具有

负向影响。

当前，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优化招商引资结构已

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在较高的外资准入条件

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得不重新调整绿色创新策

略，主动研发和使用新的清洁技术 [35]，以强化在中国

市场的竞争优势，而新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适应

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要求，也更愿意提升在华技术

的绿色含量。与此同时，中国环境规制的压力也将

激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运用国内外资源加强绿色技

术创新 [36]，在这个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绿色技术势差不断缩小，此时的绿色

创新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在利润寻求动力的驱使下，

外资的蜂拥而入往往携带着大量的高能耗、高污染

技术，这些技术在中国的扩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参与竞争，均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或动机。具体而言，在外商

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联动的初期，外商直接投

资发展较早，而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该阶段的外

商直接投资因增强市场竞争而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行

为 [37]，致使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

绿色创新的负向调节较为明显，即产生了明显的拖

累效应。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持续向外商直接投

资水平逼近，由于具有更为明显的对外直接投资逆

向绿色创新 [24]，导致相对于联动初期外商直接投资

的拖累调节效应有所弱化，即此时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在双向直接投资水平

均较高的情形下，受要素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外商

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的负面影

响和积极影响均开始变弱，导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

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又开始变

得微弱。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在外商直接投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绿

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减小  − 增大  − 减小的正的倒

N 形变化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拖累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绿色创新效应。

在双向直接投资联动的框架下，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绿色创新策略的调整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

绿色发展策略，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的提升同样会刺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绿色研发。

随着“走出去”的深化，在学习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

的作用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导致双向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绿色技术势差

不断缩小，绿色创新效率的变化势必影响产业和区

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即绿色创新效率高的产业

或地区往往更加注重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提升和结

构优化。竞争效应的存在加剧优胜劣汰，使低绿色

创新水平的企业被逐步淘汰 [38]，无形中促使对外直

接投资倒逼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断加强绿色技术研

发，主动使用新环保技术。具体而言，在对外直接投

资调节下，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机制主要表现

如下：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管制，通过

筛选的外资企业逐步由原本的污染型向清洁型转变，

外资流入的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39]，使外商直

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原本的不利影响呈现弱化趋

势。另一方面，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的绿色

溢出逆向反馈至母国，并使双向直接投资企业一起

参与中国市场上的绿色创新竞争。期初因对外直接

投资逆向反馈的绿色溢出影响较为有限，并不能明

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行为，但随着对外

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持续强化，中国绿色经济

实力明显提升，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要求也变

得更高 [28]，会倒逼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改善生产经营

方式和使用更加节能环保的绿色技术。随着双方绿

色创新势差的不断缩小和创新行为的反复博弈，为

了确保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得

不使用新技术，加强绿色研发，最终在高强度对外直

接投资的逆向溢出压力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产生

显著的绿色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在对外直接投资调节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绿

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形非线

性特征，即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

色创新具有动态纠偏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构建计量模型

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形式是多

样的，效应是复杂的。为了客观揭示双向直接投资

的绿色创新效应，本研究从单边− 联动的分析视角，

把双向直接投资纳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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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线性单边计量模型为
gini,t = α0 +α1odii,t +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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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为省， t 为时期，gin 为绿色创新效率，odi 为对

外直接投资， idi 为外商直接投资，x 为控制变量， 和

为 i 省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和 为截距项，

、 、 和 为回归系数， 和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考察双向直接投资在绿色创新发展中是否

存在溢出差异和协同现象，借鉴龚梦琪等 [34] 的做法，

在 (1) 式和 (2) 式的基础上纳入双向直接投资的交互

项，具体模型为
gini,t = δ0 +δ1odii,t +δ2idii,t +δ3odii,t • idii,t+

θ3i xi,t +λ
3
i +ε

3
i,t (3)

δ0 δ1 ∼ δ3 θ3i λ3
i

ε3

其中， 为截距项， 和 为回归系数， 为 i 省不

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双向直接投资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差异，故其

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具有某种动态非线

性特征。本研究依据 HANSEN[40] 提出面板门槛数据

模型的思路，在 (1) 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对外直接

投资单边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即

gini,t = η
1
0 +η

1
1odii,t • I(odii,t ⩽ γ1)+

η1
2odii,t • I(odii,t>γ1)+ · · ·+η1

nodii,t • I(odii,t⩽γn)+

η1
n+1odi • I(odii,t > γn)+ϑ1

i xi,t +ϕ
1
i +µ

1
i,t (4)

I(•)
γ1

ϕ1
i η1

0 η1
1

∼ η1
n+1 ϑ1

i µ1

其中，n 为门槛区间个数； 为指示函数，当不满足

括号内的条件时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 为门槛值；

为 i 省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为截距项，

和 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

在 (2) 式的基础上构建外商直接投资单边影响绿

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即

gini,t = η
2
0 +η

2
1idii,t • I(idii,t ⩽ γ1)+

η2
2idii,t • I(idii,t > γ1)+ · · ·+η2

nidii,t • I(idii,t ⩽ γn)+

η2
n+1idi • I(idii,t > γn)+ϑ2

i xi,t +ϕ
2
i +µ

2
i,t (5)

ϕ2
i η2

0

η2
1 ∼ η2

n+1 ϑ2
i µ2

其中， 为 i 省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为截距项，

和 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

odii,t idii,t γ

(4) 式和 (5) 式均为含有多个门槛值的门槛模型，

和 均既是核心解释变量又是门槛变量， 能将

研究的省际样本划分为多个区间，不同之处在于各

样本区间的回归系数取值存在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双向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

效应，首先，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约束或引致下外商直

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门槛模型，即

gini,t = η
3
0 +η

3
1idii,t • I(odii,t ⩽ γ1)+

η3
2idii,t • I(odiit > γ1)+ · · ·+η3

nidii,t • I(odii,t ⩽ γn)+

η3
n+1idi • I(odii,t > γn)+ϑ3

i xi,t +ϕ
3
i +µ

3
i,t (6)

ϕ3
i η3

0

η3
1 ∼ η3

n+1 ϑ3
i µ3

其中， 为 i 省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为截距项，

和 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构建外商直接投资约束或引致下对外直接

投资的绿色创新效率门槛模型，即

gini,t = η
4
0 +η

4
1odii,t • I(idii,t ⩽ γ1)+

η4
2odii,t • I(idii,t > γ1)+ · · ·+η4

nodii,t • I(idii,t ⩽ γn)+

η4
n+1odi • I(idii,t > γn)+ϑ4

i xi,t +ϕ
4
i +µ

4
i,t (7)

ϕ4
i η4

0

η4
1 ∼ η4

n+1 ϑ4
i µ4

其中， 为 i 省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为截距项，

和 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

idii,t

odii,t

在 (6) 式的双向直接投资联动模型中， 是核心

解释变量， 是门槛变量，回归系数反映了对外直

接投资引致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情况，

(7) 式的情况则相反，其旨在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引致

下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情况。

通过 (1) 式和 (2) 式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可检验

H1，基于 (4) 式和 (5) 式的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可检

验 H2，对 (3) 式含交互项模型的估计可检验 H3，估计

非线性模型 (6) 式和 (7) 式可分别验证 H4 和 H5。

 3.2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研究以 2004 年至 2017 年为研究时间段，以中

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元为决策单元，由于西藏、香港、

澳门和台湾等省份的数据缺失较多，故不在本研究

考虑的样本范围内。本研究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国

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网 (http://epub.sipo.
gov.cn)，以及历年的《中国统计科技年鉴》《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具体变量

做如下设定：

(1) 绿色创新效率。与林雁等 [41] 对技术创新的研

究不同，本研究借鉴肖仁桥等 [42] 的做法，基于投入产

出角度测量绿色创新效率。对于绿色创新产出指标，

考虑到使用绿色专利指标能相对直观地反映区域绿

色创新产出情况，而采用整个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

量笼统反映绿色创新活动非期望产出的做法并不严

谨，也有失偏颇，故本研究选取省际绿色专利授权量

作为绿色创新的产出指标。具体借鉴董直庆等 [7] 的

做法，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列出的绿色专利清单

中的分类编码，通过该分类编码、设置专利类型和发

明者地址等方式，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

公告网分别获取省际层面的绿色专利授权总量数据。

对于绿色创新投入指标，鉴于目前中国的绿色创新

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尚未专门披露关于省际层面的

绿色创新投入数据，考虑到与省际绿色专利产出指

标的匹配性，参照已有研究选取绿色创新投入指标

的通用做法 [4,17]，本研究采用省际 R&D 人员全时当量

作为绿色创新活动的人力投入指标、省际 R&D 经费

内部支出额作为绿色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指标。在

选定指标的情况下，本研究选取随机前沿模型估算

绿色创新效率。考虑到测算结果的科学性，分别估

算传统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超越对数

型随机前沿模型，并进一步基于广义似然率技术进

行模型的适宜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超越对数型

随机前沿模型更适合测算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2) 双向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

资。①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省际层面的数据有

存量和流量之分，考虑到流量口径的数据存在短期

波动明显的问题 [23]，加之本研究更关注对外直接投

资的长期影响，故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具体参照李勃昕等 [43]

的做法，首先采用当期人民币汇率将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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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数据换算为人民币，进一步采用转换后的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当年 GDP 的比值测量对外

直接投资水平，以较好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该指

标数值越大，表明相应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

大。②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指标，参照范如国等 [44] 的

做法，选取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测量外商直接投资，

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以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的

可比性，同样将省际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

按当期汇率转换为人民币，并借鉴刘海云等 [45] 的做

法，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除以同期 GDP 测量外商直

接投资水平。根据研究需要，双向直接投资不仅各

自为核心解释变量，也为门槛调节变量。

(3) 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

以更好地控制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

影响。借鉴已有研究 [16,43,46]，选取可能对中国绿色创

新效率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贸

易开放度、增值税税负、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升级

水平。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3.3  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

为了尽可能克服因宏观经济数据存在时间趋势

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在计量回归前，首先对主要研

究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鉴于各种面板数据单位根

检验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单位根检验的功效，故

采用原假设为存在异质面板单位根的 PP-Fisher、ADF-
Fisher 和 IPS 方法，以及原假设为存在同质面板单位

根的 LLC 方法分别进行平稳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双向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效率等变量一阶差分检验

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同时存在一阶

单整，证明本研究选取的面板数据平稳。在此基础

上，考虑到本研究探讨双向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效

率之间的长期关联，分别运用 Pedroni 基于 E-G 两步

法回归残差的面板协整技术和 Johansen Fisher 以最大

似然比为基础的面板协整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

表明，Pedroni 检验中多数指标拒绝了原假设，尤其是

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 统计量均在 1% 显著性

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两个指标常被用来作为研究时

段小于 20 年时变量协整关联存在性的主要判断依据，

而 Johansen Fisher 检验中的 Fisher Trace test 和 Max-ei-
gen test 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

的原假设。总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

绿色创新效率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表明外商

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创

新效率、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也分别

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

本研究进一步做实证考察。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初步考察

为了较为全面地揭示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

效应，首先对双向直接投资溢出的线性模型进行估

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

适。进一步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结合 white-
period 稳健方法估计模型，以尽可能校正或消除各省

市异方差和时期异方差带来的不良影响，具体估计

结果见表 2。模型 1 给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创

新效应的估计结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模型 2 给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

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明

显的分化特征，即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绿色创新

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则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明显的

负面影响，H1 得到验证。模型 3 给出同时考虑对外

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结果，再次佐证上

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内生性问题是实证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本研究中

双向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联性也不例

外。对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参照郭家堂等 [47] 的做

法，分别采用双向直接投资滞后 1 期和固定效应的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回归。表 2 的模型 4 给

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滞后 1 期的回归结

果，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给出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

直接投资滞后 1 期为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 2SLS 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内生性后，与模型 1～模型 3
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没

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and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标准差 极大值 极小值 均值

绿色创新效率 gin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测算 0.146 0.717 0.043 0.395

对外直接投资 odi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GDP 的比值 0.027 0.251 0 0.015

外商直接投资 idi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 的比值 0.019 0.082 0 0.024

知识产权保护 ipr 技术市场交易额与GDP 的比值 0.022 0.160 0 0.010

贸易开放度 tra 进出口总额与GDP 的比值 0.390 1.722 0.009 0.321

增值税税负 vat 增值税税额与GDP 的比值 0.008 0.080 0.006 0.015

环境规制强度 er 排污费收入与GDP 的比值 0.048 0.460 0.002 0.051

产业升级水平 ind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0.529 4.237 0.494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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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明显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考虑内

生性后，本研究结果进一步得到验证。模型 7 给出双

向直接投资交互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双向直接投资的

交互项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即现

阶段双向直接投资相互削弱，并未产生积极的协同

效应，H3 得到验证。模型 8 给出滞后 1 期双向直接投

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也较好地印证了上述结论。

如何更好地统筹兼顾双向直接投资，下面通过系统

探讨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联动的动态绿色创新规律，

进一步寻找现实证据。

 4.2  不考虑联动的双向直接投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

分析

由于双向直接投资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差异，

其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是一个动态且复

杂的过程。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不考虑

双向直接投资联动的动态绿色创新情况。为克服人

为划分样本区间造成的主观偏差，采用门槛回归技

术进行实证检验。在回归之前，先对不同情形下门

槛效应存在性进行检验，以便确定具体的门槛个数

和门槛模型形式，基于 Hansen 提出的自举法 [40]，重叠

模拟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300 次，得到相应的 bootstrap
p 值，以判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

考虑联动的情况下，全国层面上无论是否考虑控制

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门槛变量均依

次通过 1% 或 5% 显著性水平上的单一、双重和三重

门槛存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

资的单边绿色创新均应基于三重门槛数据模型进行

探讨。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

下稳健性测试：①采用剔除平均绿色创新效率极大

值和极小值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1；②采用 2006
年至 2017 年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2。检验结果表明，

表  2  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变量
gin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odi
1.307***

(3.900)
1.179***

(3.612)
2.357***

(5.953)
3.221***

(5.471)

odi-1
1.547***

(3.936)
4.154***

(5.272)

idi
− 2.354***

(− 5.160)
− 2.224***

(− 4.936)
− 2.083***

(− 4.486)
− 1.405***

(− 2.904)

idi-1
− 2.019***

(− 4.715)
− 1.372***

(− 3.026)

odi • idi
− 55.466***

(− 4.131)

odi-1 • idi-1
− 66.140***

(− 3.794)

ipr
1.716**

(2.361)
1.712**

(2.392)
1.906***

(2.697)
2.401***

(3.661)
2.052***

(3.225)
1.920**

(2.481)
2.197***

(3.157)
2.226***

(3.449)

tra
− 0.036

(− 0.844)
− 0.056

(− 1.405)
− 0.001

(− 0.030)
− 0.010

(− 0.263)
− 0.021

(− 0.487)
− 0.151

(− 0.355)
− 0.025

(− 0.595)
− 0.003

(− 0.072)

vat
1.990**

(1.966)
4.196***

(5.166)
2.130**

(2.167)
1.971**

(2.215)
3.461***

(2.986)
2.359**

(2.283)
1.440*

(1.873)
1.109

(1.228)

er
− 1.675***

(− 12.691)
− 1.649***

(− 12.652)
− 1.631***

(− 12.696)
− 1.676***

(− 13.974)
− 2.905***

(− 15.032)
− 1.988***

(− 11.737)
− 1.521***

(− 11.834)
− 1.572***

(− 13.003)

ind
0.091***

(3.318)
0.102***

(3.923)
0.078***

(2.922)
0.063**

(2.426)
0.098***

(3.242)
0.066*

(1.819)
0.078***

(2.978)
0.062**

(2.432)

常数项
0.337***

(11.231)
0.373***

(11.999)
0.388***

(12.552)
0.405***

(13.056)
0.460***

(14.559)
0.488***

(10.922)
0.370***

(12.124)
0.395***

(12.929)

F  值 24.450 25.462 25.894 29.754 38.189 19.855 26.712 30.437

R2 0.691 0.699 0.709 0.752 0.813 0.725 0.721 0.762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值； ***为在1%水平上显著， **为在5%水平上显著， *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第  1 期 韩先锋等：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 联动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研究 23



不同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绿

色创新问题均应基于三重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最为科

学，与两个基本门槛模型检验结果相比，上述检验情

形下均存在 3 个门槛值，且门槛值大小相差无几，表

明本研究的门槛检验结果可靠。为了剔除异方差的

不利影响，采用稳健标准差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

动态绿色创新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由表 3 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单边门槛基准模型估

计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的单边逆向绿色创新是

动态非线性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关联。由于不

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因此主要基于不包含控制变量情形对双向直接

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溢出进行解释。由估计结果可

知，在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

的单边绿色创新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当对外直接投

资水平小于 0.001 时，对外直接投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在第 1 门槛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母国

绿色创新效率；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为 (0.001, 0.027]
时，对外直接投资系数由负转正且显著，表明在该门

槛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创新效率开始产

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过

0.027 和 0.051 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创新效率

仍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正向溢出在持续减弱。因

此，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母国绿

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形非线性动态特征，即过低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抑

制母国绿色创新效率，只有当其超过一定限度时才

能促进绿色创新效率，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

持续提升，这种积极影响边际递减。稳健性检验结

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单边绿色创新的 U 形非线性

特征仍然存在。通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对外直接

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15，正处于最优门槛区间内，且

这一水平距离最优门槛区间上限值 0.027 有很大差

距，表明新时代下国家通过增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

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尚有极大空间，这也从提升绿色

创新效率的角度证实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坚定

“走出去”的科学性。由表 3 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

门槛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

绿色创新效应也是动态非线性的，当外商直接投资

水平依次超过 0.012、0.016 和 0.066 时，外商直接投资

的单边绿色创新效应均显著为负，但负向作用强度

持续减弱，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果。因此，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其对中国绿色创新

效率的不利影响持续弱化，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

国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负向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

动态特征。以上结果表明，H2 得到验证。通过计算

可知，考察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24，正
处于第 3 门槛区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色创

新已经开始明显弱化，但负向动态绿色溢出效应的

存在进一步反映了加快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扭

表  3  不考虑联动的稳健标准差门槛估计结果

Table 3  Robust Standard Deviation Threshold Estimation Results without Regarding to Linkage

变量

gin

变量

gin

对外直接投资联动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联动影响

不含控制
变量

包含控制
变量

稳健性
检验 1

稳健性
检验 2

不含控制
变量

包含控制
变量

稳健性
检验 1

稳健性
检验 2

odi10 ≤ 0.001 ≤ 0.002 ≤ 0.002 ≤ 0.002 idi10 ≤ 0.012 ≤ 0.003 ≤ 0.003 ≤ 0.008

odi_1
− 351.412***

(− 10.783)
− 57.814***

(− 6.485)
− 61.822***

(− 6.181)
− 52.695***

(− 5.813) idi_1
− 23.869***

(− 7.029)
− 48.604***

(− 3.568)
− 54.977***

(− 3.883)
− 15.598***

(− 3.763)

odi21 (0.001, 0.027] (0.002, 0.027] (0.002, 0.027] (0.002, 0.027] idi21 (0.012, 0.016] (0.003, 0.012] (0.003, 0.012] (0.008, 0.016]

odi_2
15.696***

(24.708)
11.619***

(13.279)
11.823***

(17.687)
9.433***

(16.004) idi_2
− 11.906***

(− 6.031)
− 13.707***

(− 6.493)
− 13.907***

(− 4.867)
− 8.052***

(− 5.722)

odi32 (0.027, 0.051] (0.027, 0.051] (0.027, 0.051] (0.027, 0.051] idi32 (0.016, 0.066] (0.012, 0.066] (0.012, 0.066] (0.016, 0.064]

odi_3
9.287***

(22.151)
6.432***

(10.233)
6.511***

(13.985)
5.428***

(14.327) idi_3
− 7.150***

(− 10.460)
− 6.615***

(− 4.904)
− 5.986***

(− 3.922)
− 3.144***

(− 6.298)

odi43 > 0.051 > 0.051 > 0.051 > 0.051 idi43 > 0.066 > 0.066 > 0.066 > 0.064

odi_4
3.275***

(11.173)
1.975***

(6.377)
2.003***

(8.719)
1.679***

(8.751) idi_4
− 5.786***

(− 11.946)
− 3.275***

(− 7.016)
− 2.997***

(− 7.055)
− 2.305***

(− 7.2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odi10 odi43
idi10 idi43

　　注：括号内数据为基于稳健标准差检验的  t 统计值， ～  为对外直接投资调节的第1～第4 门槛区间，odi_1～odi_4 为第

1～第4门槛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 ～ 为外商直接投资调节的第1～第4门槛区间， idi_1～ idi_4为第1～第4门槛区

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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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拖累绿色创新的紧迫性。

 4.3  考虑联动的双向直接投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分析

上文研究发现，中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具有差异化

的动态绿色创新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双向直接投

资的绿色创新只是毫无关联的“两张皮”。实际上，

不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外商直接投资都直接或间

接地作用于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中，二者之间

可能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单边溢出关系，正如前文

得出的线性结果，二者之间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为

负。而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应如何实现良

性动态联动，才能进一步弱化或者从根本上扭转潜

在的负向交互效应，为了客观回答这一问题，以期能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双向直接投资联动的绿色创新效

应，本研究采用门槛技术进一步分别对外商直接投

资约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动态绿色创新，以及

对外直接投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绿色创

新的动态影响进行研究。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

采用与上文相同的稳健性检验手段的结果均表明，

应基于三重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双向直接投资联动的

绿色创新效应。双向直接投资联动影响中国绿色创

新效率的动态非线性估计结果见表 4，可以发现，双

向直接投资联动的动态非线性绿色创新效应存在明

显差异。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联动，在不同的外商直

接投资约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

是动态变化的。具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小于

0.017 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最为明

显，即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会有利于对外直接

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

过 0.017、0.024 和 0.033 水平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

绿色创新效应依次呈现正向减小  − 增大  − 减小的复

杂变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正的倒 N 形规律。

与对外直接投资单向绿色创新效应的估计结果相比，

考虑外商直接投资调节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估计系数

在第 2 门槛区间至第 4 门槛区间内均明显减小，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创新的异质

动态拖累效应显著存在，H4 得到验证。在两种情形

的稳健性检验下上述结果仍然成立。与表 3 中对外

直接投资的单边溢出结果比较发现，外商直接投资

弱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通过计算

可知，考察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24，位
于联动的第 2 门槛区间内，即相对于第 1 门槛区间，

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较为明显地弱化了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因此，新时代下，有效发挥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效应的重要突破口仍在于保持外

资规模适度增长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关注外资的质

量和结构，以此破解外商直接投资拖累对外直接投

资逆向绿色创新的现实困境。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联动，在不同的对外直

接投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也呈

现 复 杂 的 动 态 变 化 。 在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水 平 低 于

0.001 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大于 0.001 且小

表  4  考虑双向直接投资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的稳健标准差门槛估计结果

Table 4  Robust Standard Deviation Threshold Estimation Results by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Linkage on Green Innovation

变量

gin

变量

gin

对外直接投资联动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联动影响

不含控制
变量

包含控制
变量

稳健性
检验 1

稳健性
检验 2

不含控制
变量

包含控制
变量

稳健性
检验 1

稳健性
检验 2

idi10 ≤ 0.017 ≤ 0.017 ≤ 0.017 ≤ 0.017 odi10 ≤ 0.001 ≤ 0.001 ≤ 0.001 ≤ 0.002

odi_1
9.933***

(14.136)
6.692***

(8.463)
6.623***

(8.193)
4.749***

(7.802) idi_1
− 8.998***

(− 12.061)
− 7.258***

(− 12.424)
− 7.957***

(− 9.833)
− 5.764***

(− 7.788)

idi21 (0.017, 0.024](0.017, 0.024](0.017, 0.024](0.002, 0.033] odi21 (0.001, 0.005](0.001, 0.002](0.001, 0.002](0.002, 0.009]

odi_2
3.703***

(5.655)
2.452***

(4.263)
2.282***

(4.155)
1.868***

(4.183) idi_2
− 4.032***

(− 8.673)
− 3.791***

(− 8.878)
− 4.006***

(− 9.262)
− 1.902***

(− 7.158)

idi32 (0.024, 0.033](0.024, 0.033](0.024, 0.033](0.033, 0.059] odi32 (0.005, 0.020](0.002, 0.018](0.002, 0.018](0.009, 0.020]

odi_3
6.509***

(5.395)
3.971***

(3.671)
3.845***

(3.655)
3.082***

(3.658) idi_3
− 0.445

(− 0.780)
− 1.454***

(− 4.237)
− 1.694***

(− 4.874)
− 0.278

(− 0.930)

idi43 > 0.033 > 0.033 > 0.033 > 0.059 odi43 > 0.020 > 0.018 > 0.018 > 0.020

odi_4
2.209***

(7.554)
1.253***

(4.152)
1.135***

(3.724)
0.652***

(3.124) idi_4
3.737***

(3.732)
0.707*

(1.683)
0.405*

(1.963)
0.639*

(1.8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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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05 时，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仍具有负

面效应，但这种不利影响已经开始弱化；当对外直接

投资水平大于 0.005 且小于 0.020 时，外商直接投资仍

存在负向的绿色创新效应，但这种消极影响进一步

弱化且变得不显著；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过 0.020
时，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开始由负转正且

变得显著。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调节下，外商直接

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 U 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

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越一定强度时，才能从根本

上扭转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不利影

响，即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色创

新具有异质动态纠偏效应。两种情形下的稳健性检

验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结果的正确性，H5 得到验证。

通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

为 0.015，尚位于第 3 门槛区间内，即并未能有效扭转

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色创新困境，这也在另一个

层面解释了为什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

投资对绿色创新的复合效应为负。因此，未来应进

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对外直接

投资水平，使其早日迈入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驱动

绿色创新的最优区间。

 4.4  双向直接投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上文主要从总体层面考察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

− 联动绿色创新效应，但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地理空

间上的差异现象。因此，进一步按照传统地理划分

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双向直接投资单

边− 联动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探讨，以揭示可能存在

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采用上述方法检验发现，不同

情形下的双向直接投资均依次通过了单一门槛、双

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表明均应采用三重面板门

槛数据模型进行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单边− 联动影

响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见表 5。
对于东部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单边溢出看，当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小于 0.003 时，其对中国绿色创新

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

过 0.003 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开始

由负转正。即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

应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形动态特征。这与全国

层面的实证结果一致，但东部地区绿色创新对对外

直接投资有更高的门槛要求。通过计算可知，考察

期内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27，位
于第 2 门槛区间内，且这一水平远离该门槛区间的上

限值，表明坚定“走出去”步伐应是促进该地区绿色

创新发展的长期策略。从联动角度看，东部地区外

商直接投资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

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过 0.017、0.034 和

0.068 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经历了

降低  − 再降低  − 增大的正的 U 形动态特征，这不同

于全国的正的倒 N 形特征，即东部地区应实施更高

强度的外商直接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处理外商直接

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动溢出。通过计算发现，

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40，
位于第 3 门槛区间内，该区间内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弱

化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因

表  5  对外直接投资单边  − 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 5  Spatial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Results fo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Unilateral − Linkage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资本流动方向

gin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对外直接投资
单边影响

odi ≤ 0.003 − 29.789***

(− 4.756)
odi ≤ 0.006 45.047***

(13.506)
odi ≤ 0.001 − 269.115***

(− 7.429)

0.003 < odi
≤ 0.034

10.133***

(15.390)
0.006 < odi
≤ 0.011

32.920***

(22.334)
0.001 < odi
≤ 0.015

22.573***

(18.758)

0.034 < odi
≤ 0.067

6.267***

(12.040)
0.011 < odi
≤ 0.018

26.143***

(29.224)
0.015 < odi
≤ 0.030

13.744***

(24.944)

odi > 0.067
2.625***

(12.006) odi > 0.018
20.358***

(24.994) odi > 0.030
9.527***

(10.685)

对外直接投资
联动影响

idi ≤ 0.017 8.815***

(10.959)
idi ≤ 0.012 25.711***

(14.281)
idi ≤ 0.001 11.270***

(17.597)

0.017 < idi
≤ 0.034

3.422***

(6.389)
0.012 < idi
≤ 0.020

33.315***

(17.621)
0.001 < idi
≤ 0.004

17.117***

(8.445)

0.034 < idi
≤ 0.068

1.920***

(8.452)
0.020 < idi
≤ 0.025

25.123***

(18.008)
0.004 < idi
≤ 0.014

9.101***

(8.232)

idi > 0.068
5.893***

(6.032) idi > 0.025
20.218***

(22.185) idi > 0.014
21.840***

(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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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在注重外资质量的前提下

继续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充分发挥中国对外开放前

沿阵地的重要优势，科学应对“引进来”对“走出去”

逆向绿色创新的弱化影响。

对于中部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单边溢出看，当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过 0.006、0.011 和 0.018 时，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正的且边

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

区对外直接投资驱动绿色创新的门槛要求相对较低。

通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

平均水平为 0.007，刚跨越第 1 门槛区间，表明该地区

未来不能一味通过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来促进地

区绿色溢出，应在保持适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更

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逆向溢出质量，从而实

现最大限度地释放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红

利。从联动角度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具有先促进、后

抑制的正的倒 U 形非线性特征，但与对外直接投资

的单边溢出相比，各门槛区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估

计系数均明显减弱，即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在

一定程度上拖累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

这一现象值得重视。通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中部

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22，位于第 3 门

槛区间内，此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

效应仍是积极的，但强度有所减弱。因此，新时代下，

与东部地区注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和规模双提升策

略不同，中部地区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弱化对外直接

投资逆向绿色创新的着力点应在于：在保持适度外

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外商直接投

资质量和结构优化，从而尽可能地释放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绿色创新红利。

对于西部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单边溢出看，当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过 0.001 时才能明显有利于绿

色创新红利的释放，当其小于这一水平时则具有逆

向负面影响，这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 U 形特征基本

一致。但进一步比较发现，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

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发挥有更低的条件限制，原因

可能在于，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总体对外开放

较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较低，绿色创新能力不强，

致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红利释放较晚，

后发优势明显，从而使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对外直

接投资可能有相对较低的要求。通过计算可知，考

察期内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08，
处于第 2 门槛区间内且更接近门槛上限值。因此，西

部地区未来应在坚定“走出去”的同时，不断注重提

升绿色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从联动角度看，西部地

区外商直接投资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

创新效应，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对外直接

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正的 N 形动态影响规律。通

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

均水平为 0.011，位于第 3 门槛区间内，该区间内对外

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单

边溢出效应相比明显被弱化。因此，西部地区未来

不能陷入盲目吸引外资的陷阱，应更加注重在提高

外资质量上下功夫，从而尽可能弥补因外商直接投

资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红利损失。

之所以会出现空间异质性的动态变化特征，原因

可能在于，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双向直接投资分布存

在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增速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在吸引外

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具备更好

的双向直接投资绿色创新条件，这也意味着该地区

绿色创新需要以较高的双向直接投资作为门槛条件。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开放水平不高，有实力的跨国

公司数量有限，更多处于绿色创新的价值链低端或

初级阶段，该地区绿色创新对双向直接投资的要求

也自然较低。不能忽视的是，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由

于双向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绿色创新水平较为低下，

往往具有后发优势；另一方面，东部省份经济实力雄

厚，市场化程度较高，在行政管理水平上普遍优于中

西部省份 [43]，使在双向直接投资的统筹协调能力上

出现差异。正是上述诸多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最

终产生了外商直接投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

色创新效应动态变化的空间差异现象。

外商直接投资单边− 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的空间

异质性估计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单

边− 联动绿色创新均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表 6 中，在东部地区，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绿

色创新估计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

率具有显著的负向边际效率递减的动态影响，即适

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虽有利于弱化外商直接投资的

不利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现象。由外商

直接投资的联动绿色创新估计结果可知，对外直接

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动态

调节影响，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估计结果相比，在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过 0.005 和 0.020 时，外商直

接投资的负向绿色创新效应得到明显的弱化，特别

是第 3 门槛区间内这种负向影响开始变得不显著。

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过 0.103 时，外商直接投资对

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从根本上得到扭

转，促使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绿色创新，这也与

前文分析一致，即高强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倒逼外商

直接投资企业不断升级和改进技术，加快其在中国

的绿色化进程，以更好地适应来自对外直接投资企

业的竞争压力和中国日趋严厉的环境管制约束。通

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平

均水平仅为 0.027，距离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的门

槛区间尚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继续加强“走出去”步

伐，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注重“走出去”与

“引进来”步伐的协调互动，应是实现东部地区绿色

创新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予以重视的。

在中部地区，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估

计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

著的正的倒 N 形动态影响，即适度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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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是有利的。由外商直接投资的

联动绿色创新估计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对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调节

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小于 0.001 时，对外直接

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拖累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溢出；

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依次超过 0.001、 0.004 和 0.009
时，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开始由负

转正，且这种积极影响是持续增强的，这与东部地区

不同。通过计算可知，考察期内中部地区对外直接

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0.007，处于第 3 门槛区间内，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联

动下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明显弱化，这更

加证实了前文对外直接投资单边绿色溢出所得结论，

中部地区应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外直接

投资的质量和结构，不断缩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绿色技术势差，积极鼓励

和引导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获取优于外

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绿色创新技术。

在西部地区，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单边绿色创新估

计结果可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外商直

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

的倒 U 形动态规律，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小于 0.001
时，其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当外

商直接投资水平超过这一水平则会损害西部地区的

绿色创新发展。考察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

为 0.011 ，处于第 3 门槛区间内，在该门槛区间内外商

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表明西部地区的外

资引进策略应不仅局限于外资本身，可能还要与其

他的策略相配合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在对外直接

投资调节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小

于 0.002 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绿色创新

效应，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越这一水平时，外商直接投

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开始由负转正且逐渐增强。不难

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

创新效应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形特征，即高强度

的对外直接投资会缩小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之

间的绿色创新技术势差，倒逼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

断加强绿色创新，促使其不断在研发使用绿色清洁

技术上下功夫，以确保竞争优势，从而为外商直接投

资赋能绿色创新提供助力。

综上可知，新时代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

资在中国的绿色创新发展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现阶

段中国绿色创新发展中并未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外

商直接投资的双轮驱动，而是陷入了对外直接投资

唱独角戏的困境。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

出已经显现，但这在不同空间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

东部地区有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约束。外商直

接投资的负面绿色创新现象值得关注，尤其是在东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现的负向绿色创新。双向直接

投资的绿色创新不是割裂式的、毫无关系的两张皮，

而是联动的、动态的有机系统，外商直接投资虽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但

对外直接投资在更大程度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

表  6  外商直接投资单边  − 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 6  Spatial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Results for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Unilateral − Linkage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资本流动方向

gin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外商直接投资
单边影响

idi ≤ 0.016 − 18.011***

(− 5.974)
idi ≤ 0.021 12.375***

(3.068)
idi ≤ 0.001 132.385**

(2.602)

0.016 < idi
≤ 0.059

− 10.191***

(− 14.621)
0.021 < idi
≤ 0.033

8.329***

(2.963)
0.001 < idi
≤ 0.006

− 1.655
(− 0.174)

0.059 < idi
≤ 0.071

− 8.061***

(− 13.200)
0.033 < idi
≤ 0.039

14.589***

(5.011)
0.006 < idi
≤ 0.012

− 19.055***

(− 4.651)

idi > 0.071
− 6.194***

(− 13.409) idi > 0.039
8.570***

(3.897) idi > 0.012
− 5.708***

(− 4.750)

外商直接投资
联动影响

odi ≤ 0.005 − 5.261***

(− 16.556)
odi ≤ 0.001 − 1.875

(− 1.564)
odi ≤ 0.002 − 6.988***

(− 9.118)

0.005 < odi
≤ 0.020

− 3.258***

(− 8.579)
0.001 < odi
≤ 0.004

1.582
(1.116)

0.002 < odi
≤ 0.008

2.130**

(2.134)

0.020 < odi
≤ 0.103

− 0.409
(− 0.695)

0.004 < odi
≤ 0.009

6.046***

(4.348)
0.008 < odi
≤ 0.028

11.932***

(10.146)

odi > 0.103
3.187***

(5.824) odi > 0.009
10.276***

(9.270) odi > 0.028
47.453***

(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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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产生明显的纠偏效应，这更加表明新时代

下政府应基于系统联动的角度审视双向直接投资的

绿色创新，而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负向交

互效应的存在也恰恰表明目前对迅猛增加的外商直

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统筹协调能力还存在不足，

新时代下这一新特征应引起重视。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利用 2004 年至 201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单边  − 联动复合的新视角，采用门槛数据模型

实证考察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动态绿色创新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分化特征，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

绿色创新效率，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该结果在非线性模型的研究中

仍然成立；现阶段的双向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

负向交互效应，并未显现通常预期中的协同效应或

互补效应。进一步基于动态非线性角度考察发现：①从

单边溢出维度看，只有当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超过一

定限度时才能促进中国绿色创新效率，随着外商直

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其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负面影

响呈现弱化趋势；②从联动溢出维度看，外商直接投

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存在显

著的正的倒 N 形规律，对外直接投资调节下外商直

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 U 形非线性特征，即外

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

绿色创新，高强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能扭转外商直

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③从空间

异质性维度看，外商直接投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

的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

呈正的 U 形、正的倒 U 形和正的 N 形动态特征，而对

外直接投资调节下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在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呈 U 形动态特征。

 5.2  理论意义

(1) 目前关于“走出去”或“引进来”的绿色创新

问题还不多见，且多数研究主要将对外直接投资和

外商直接投资局限于单一领域“两张皮”式的局部

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争议，本研究尚无法直

观的判断出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究竟谁在

驱动中国绿色创新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本

研究通过系统性地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进

行解析，较为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发现中

国绿色创新发展存在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而外商直接

投资拖累的鲜明分化特征，现阶段中国双向直接投

资并未显现通常预期中的协同效应。这些研究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

(2) 已有研究缺乏对双向直接投资影响中国绿色

创新的机制阐释，本研究在理论分析过程中注重静

态与动态、单边与联动相结合，重构对外直接投资和

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动态研究逻辑，较

为系统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什么影

响中国绿色创新、分别如何动态影响中国绿色创新，

以及二者如何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等重要话题进行理

论推演，为加深认识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创新

内在关联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3) 已有研究对双向直接投资动态影响中国绿色

创新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多数研究仅局限于考察双

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的静态影响，本研究不

仅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

绿色创新过程中的局部变化特征，而且证实外商直

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逆向绿色创新效应存

在动态拖累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

的负向绿色创新具有动态纠偏效应的联动规律，这

对重新审视新时代下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创新

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贡献，也为相关部门的动态

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5.3  研究启示

(1) 现阶段中国绿色创新发展并未实现对外直接

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双轮驱动，而是陷入了对外

直接投资“单脚跳”的困境。因此，新时代下，中国

要持续改善招商引资的策略，不断提升招商引资的

绿色门槛，逐步摒弃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一窝蜂

式的粗放型外商直接投资模式，更加注重提升外商

直接投资质量和结构优化，加快引导外资在华投资

动机从资源寻求向绿色技术溢出转变。同时，也要

注意到对外直接投资在现阶段国家绿色创新发展中

的积极影响，应进一步坚定“走出去”步伐，引导对

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动机不仅仅局限于短期的输

出过剩产能和寻求新市场，长期内应更加关注绿色

技术和清洁技术等的直接获取和间接联合研发，进

而通过高强度、大范围的逆向绿色创新加快中国创

新驱动发展的“绿化”进程。

(2) 现阶段存在的双向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创新的

负向交互效应值得重视，这种“1 + 1 < 2”的现象说明

当前对“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资本流动的有效

协调和整合能力还比较薄弱。因此，现阶段政府应

注重加强对双向资本流动的统筹协调和系统管理，

充分意识到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双向流

动不仅仅是单边的、毫无关联的“两张皮”，要在制

定相关对外开放政策和国际化战略时更加重视二者

的协调性、关联性和整体性，注重发挥双向资本的有

效协同、联动和循环，避免双向直接投资在促进绿色

创新的过程中相互干扰，尽可能促使双向直接投资

的负向交互效应向协同效应或互补效应转变，逐步

破解双向直接投资负向交互影响绿色创新的现实难

题。

(3) 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联动的绿色创新效应均

是动态变化的，意味着政府“走出去”和“引进来”的

相关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应随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变

动以及新特征和新情况的出现及时做出动态优化和

调整，尽可能实现双向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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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双向直接投资应是一个整体的、联动的动态

系统，割裂双向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可能造成双边

投资中绿色创新红利的损失。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创新，但

现阶段这种消极作用相对轻微，而高强度的对外直

接投资则能彻底扭转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绿色溢出。

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将双向直接投资有机结合起来，

基于系统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走出去”和“引进来”

的绿色创新问题，重视双向直接投资政策发展的协

调性和联动性，积极把双向直接投资布局纳入一揽

子规划考量，实施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外商直接投

资改善的联动型策略，通过强化对外直接投资倒逼

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积极的绿色创新，促使外商直接

投资尽快摆脱负向绿色创新的“陷阱”，持续缩小中

国绿色创新的技术势差，最终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

外商直接投资的良性互动局面。

(4) 政府还应注重引导双向直接投资绿色创新政

策的差异化，在不同区域上双向直接投资的单边  −
联动绿色创新均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区的政策应

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合理调整、科学应对对外直

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关联。具体而言，东

部地区双向直接投资单边  − 联动绿色创新均具有较

高的门槛要求，应在注重外资质量的前提下继续加

大外资引进力度，并持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

挥中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窗口优势。中西部地区

双向直接投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与东

部地区相比，实现积极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较低的

门槛要求，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充分把握好双向直接

投资助力绿色创新具有的后发优势契机，积极统筹

兼顾双向资本的协调联动，促使双向直接投资实现

相互促进、良性竞争的有利局面，最终实现双向直接

投资与绿色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①本研究以 2004 年至 2017 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

据为研究对象，未来可以中国工业或制造业为研究

对象，或者以上市企业、调研企业数据为对象进一步

展开研究。由于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专门用于测量省

际层面绿色创新投入的数据，借鉴已有研究的通用

做法，本研究采取 R&D 人员和 R&D 经费指标存在一

定缺陷，未来可采取绿色创新投入的调研数据开展

研究。②本研究按照传统地理划分标准，将中国省

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3 组，未来可将样本分为

一带一路、非一带一路、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

对区域进行再界定分析。③本研究主要解析双向直

接投资的单边  − 联动绿色创新，并未涉及双向直接

投资影响绿色创新的中间机制，后续研究可通过其

他中介变量更深入地考察新时代下双向直接投资对

中国绿色创新发展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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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cing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reen  innov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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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of green technology spillover,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very important to drive domestic green innovation. However, frontier research mainly fo-
cuses on the local static impac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on green innovation, yet generally ignores the dynamic linkage
green innovation phenomenon that may be inspired by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put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n interconnec-
ted and unified whole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irstly,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lateral-link-
age”  compound  heterogeneity  dynamics  systematically.  The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een innovation from 2004 to 2017,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dynamic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unilateral-link-
age” by using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find that: at present, China′s gree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as not realized double-wheel drive of inward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t has fallen into the dilemma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dragging down and single-foot jump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teractive ef-
fect between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 does not produce the expected synergistic or complementary effect on the effi-
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which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countr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manage-
men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at  this  stage.  Only  wh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vel  exceeds  a  certain  level
could the home country′s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e promoted, whil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vel could weak its adverse impact on host country′s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Inward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dynamic “drag effect” on the positive revers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
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dynamic “correction effect” on the negativ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in-
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showing different and dynamic “unilateral-linke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t role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riving
domestic green innov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green innov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e
new compound perspective of “unilateral-linkage”,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dynamic research logic between two-way dir-
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green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mech-
anism between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home country green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out  the  interactive  influ-
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linkage influence rules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countrie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pening-up and green innovation to high-
er level in China′s new era.
Keywords：two-way direct investment；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corre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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